
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》第二十一辑

２０２５ 年，第 １１１ ～ １２９ 页

从满文 “法” 词汇看清朝
入关前后之规范性秩序

孔令伟


摘　 要：１５９９ 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与噶盖二人借用回鹘体

蒙古文文字，创制满文，开启了满洲人用自身语文翻译、诠释异

文化文本的滥觞。就数量以及内容而言，满文的翻译文本以汉、

蒙、藏三种语文文献为大宗。而通过翻译过程中对其他语文文本

的理解与诠释，满文逐渐就特定概念形成对译习惯，最终逐步形

塑了清朝以 “同文”为核心的统治话语，其中在各种语言脉络下

对 “法”的不同翻译，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。借由梳理官

书、律例、儒典、佛经等不同类型的满文文献，本文探讨满文文

献对在汉、蒙、藏文不同语境下充满歧异的 “法”所进行的多元

诠释，进而揭示儒家传统的 “礼法”、蒙藏佛教的 “教法”乃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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 本文各节内容，曾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之 “满文关键

词与关键概念：清帝国中的语词形塑与文化再造”工作坊、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中国人民大
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之 “清代法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”学术研讨会，以及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

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之 “学术传统与法律文献研究范式省思”国际

学术研讨会上分别宣读，席间先后承蒙黄克武、赖毓芝、林士铉、蔡伟杰、胡祥雨、李

典蓉、赵晶、李富鹏等诸位学者指教；王天驰及两位匿名审查人提供详细书面意见，惠

我良多，一并致谢。

 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

于参汉酌金的 “国法”等词汇概念，如何多元地体现在不同满文

文本类型乃至于清朝规范性秩序的逻辑中。通过分析 ｄｏｒｏ、

ｎｏｍｕｎ、ａｊｉｎ、 ｆａｆｕｎ、ｋｏｏｌｉ、ａｒｇａ 等满文关键词的历史文本案例，

本研究通过结合比较语文学 （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）的方法及全

球法律史 （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）的跨学科视野，梳理 “法”相关

词组在满文历史文本中所体现的概念发展，乃至其在近世欧亚文

化交流史、比较思想史脉络下的历史意义。最后，本研究指出满

文在不同语境下的 “法”概念，曾发生一定程度的彼此互动，对

于形塑清代政治制度乃至宗教文化的正统性论述，产生深远的

影响。

关键词：法律史 　 宗教史 　 满文文献 　 清朝 　 法律多元主义

　 复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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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的中原传统以及内亚因素，素为中国史乃至于内亚史学界所关

注，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，引发一系列相关学术讨论。① 关于清朝究

竟更加倾向所谓 “中原王朝”抑或是一 “草原帝国”，学界已累积相当的

讨论成果。无论在入关以前还是入关之后，满洲统治者对于以儒家为代表

的中原传统均相当重视，并具体体现在其对汉文典籍的学习与认识，而这

也形成了大量以满文翻译的汉文书籍。② 然而在另一方面，满洲统治集团

亦大量学习并容受来自蒙古、西藏等内亚地区的政治传统与宗教文化，其

中蒙元汗统以及藏传佛教的影响，更成为金国乃至于大清国的立国基础。

即便满洲人最初的社会生产形态，系以游猎、农耕、采集为主，而与草原

游牧社群不完全相同；惟由于其对蒙古文化大规模的借鉴与传承，乃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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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孔令伟：《近百年来清史研究与内亚学之发展》，《新史学》第 ３５ 卷第 ４ 期，２０２４，第
１８３ ～ ２２１ 页。

庄声：《帝国を創った言語政策：ダイチン·グルン初期の言語生活と文化》，京都大学学

术出版会，２０１６。



后来与准噶尔汗国在内亚地缘政治上的角逐，故在内亚史的学术脉络中仍

可视为 “草原帝国”的延续发展。这也正是蒙元史与大清史之间存在连结

与比较必要的关键原因。① 正因如此，今日学者强调清朝在政教正统以及

统治逻辑等面向上，兼具 “中原王朝”以及 “草原帝国”的特性。② 而要

深入考察上述清朝统治的多元性以及复杂面向，多语种文献中 “法”概念

的跨文化实践，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面向。本文的主要目的，正在于通过

考察满文文献中指涉规范性秩序的关键词，及其背后体现的多元 “法”概

念，进而阐释清朝法律传统的多元性。

近年来国际法律史学界关于法律多元主义 （ｌｅｇ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）及复规范

性 （ｍｕｌｔｉ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）的相关讨论，对于进一步探讨清朝多元法传统，有

着深刻的启发意义。法律多元主义强调在一个社会或政体内部，存在多个

相互竞争或合作的法律体系，并共同影响人们的法律行为与社会规范，这

些法律体系可能由国家、宗教、族群、社群等社会组织产生和运作，它们

不仅是国家法律的延伸，也可能是起源于官方制度以外的法律权威力量，

如宗教法、部落法、家庭惯习法等。③ 通过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，可以发

现清代中国传统法并非只有承袭自明律的中原法律传统，同时更包纳了蒙

古法及满洲习惯法的多元体系。另一方面，近年来国际学界在全球法律史

的思潮下，反思过去以欧洲罗马法为概念核心的法律史研究，并对过往法

律多元主义的论述作出发覆。④ 如托马斯·杜斐 （Ｔｈｏｍａｓ Ｄｕｖｅ）指出，传

统的法律多元主义概念，主要关注不同法律体系，如国家法、宗教法、习

惯法的并存，但相对忽视这些体系之间的互动和交织。对此，他提出复规

范性的概念，强调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换言之，规

范的生产不仅仅是法律制度、机构的专利，还是涉及多种社会实践、知识

体系和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过程。此过程包纳惯例、隐含知识、物质层面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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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田英弘：《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》，藤原书店，２０１０；沈卫荣：《大元史与新清
史：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９。

孔令伟：《清朝的 ＡＢ 面：草原帝国还是中原王朝》，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 ２０２２ 年第
３５９ 期，第 ２５ ～ ３０ 页。
Ｓａｌｌｙ Ｅｎｇｌｅ Ｍｅｒｒｙ，“Ｌｅｇ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”，Ｌａｗ 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２．５ （１９８８）ｐｐ．８６９ ～ ８９６．

托马斯·杜斐著，李富鹏、曹高君、高仰光译：《全球法律史导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

２０１９。



因素的参与，从而形成多层次、多来源的规范结构。①

综合以上概念框架，进一步结合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具体案例，可以

发现清代司法实践固然与中原汉文化传统中的 “情理法”因素密切相关；②

然而不可忽略的是，清朝法传统所涵盖的范围，实际上远迈明朝辖下的两

京十三布政使司，尤其是蒙古、西藏、青海以及新疆等文化殊异的辽阔领

土。为此，清朝在蒙古、西藏以及新疆等西北地区，以及苗疆等西南地

区，根据当地的传统法以及风俗习惯，推行了不同于中原汉地的法律系

统。不仅如此，在蒙古与西藏地区所盛行的佛教宗教法，更曾直接影响清

朝中央的法律概念与实践，尤其是蒙藏佛教界所盛行的 “政教二道”（藏

ｃｈｏｓ ｓｒｉｄ ｌｕｇｓ ｇｎｙｉｓ＞蒙 ｔｒ ａｉｎ ｑｏｙａｒ ｙｏｓｕｎ）观念，更深刻造成了清朝法律

体系中 “国法”与 “教法”间的互动以及张力。③

进一步推敲，在中原地区所适用的 《大清律》，亦并非完全照抄沿袭

《大明律》而来。清朝在入关以后，于顺治三年 （１６４６）纂修、翌年正式

颁行的 《大清律集解附例》，开宗明义便宣告清律的来源，系 “详译明律，

参以国制”④。虽然顺治四年颁行之 《大清律》在法条内容上多有承袭

《大明律》，⑤ 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作为 《大清律》基础的所谓 “国制”，即

１６４４ 年清朝入关以前满人自身独特的法律传统，由于满蒙之间的文化交

流，其中亦混杂了不少蒙古法的因素。换句话说，适用于中原汉人的 《大

清律》中，实际上有相当来自满、蒙等内亚的法传统，例如雍正四年

（１７２６）清廷以 “满洲待奴仆之法”更改 “汉人之俗”的法律改革，就是

一典型的例子，从此中原传统法概念中的奴婢以及雇工人，亦被纳入满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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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刻本，第 ２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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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体系中。① 有鉴于上述清朝法律制度中的非汉文

化因素，学者近年来倡议从法律多元主义以及比较法史学的跨学科视野出

发，重新检视清朝 “法”概念的多元性。② 要言之，满洲、蒙古、西藏、

新疆与西南边疆等非汉族群的法传统，乃至对规范性秩序的理解和实践，

与中原社会并不一致。

也正因前述多元的历史语境，清代多语种史料中的 “法”是一组错综

复杂的概念，在中原以及内亚等不同的多元文化脉络下，各自形成不同的

理解与诠释传统。本文所称的 “法律”，系指涉清朝多元法传统所采取的

广义定义，而并非狭义地限缩在西欧罗马法体系中的 ｌｅｘ ／ ｌａｗ。③ 就满文文

献而言，其中有各种不同指涉规范性秩序的词汇，根据其思想意义而言，

本文将其归结为三类：第一，文化上超越时空、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规范，

本文将其定义为 “教法”；第二，制度层面上由国家组织所制定的政治规

范，本文称为 “国法”；第三，侧重因地制宜、随机应变的习惯性社会规

范，本文定义为 “方法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三组概念在后设的汉文翻译

表述上，虽皆以 “法”名之，其在满文自身语境中的语言起源各自有别；

但另一方面，三者皆围绕本文所重点探讨之规范性秩序，故语源上虽有分

殊，彼此却又相互影响而息息相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文根据清朝入关前

后满文文献思想脉络，所归结定义之 “教法”“国法”“方法”等规范性

秩序词组，与入关后清朝法律实践中所强调的 “天理”“国法”与 “人

情”等话语，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，或正体现内亚与中原法传统之

交融。

结合上述国际法史学研究的前沿视野与概念框架，本文通过聚焦满文

中 “教法”“国法”“方法”等体现复规范性的 “法”词汇，一方面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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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中文语境中的 “法律”固然与罗马法概念中的 ｌａｗ 相关，然即便清朝传统法与罗马
法不同，若刻意避用 “法律”指涉清朝传统法，以罗马法作为单一法律标准的普世圭臬，

反将陷入 “法律东方主义”（ｌｅｇ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）的困境。Ｔｅｅｍｕ Ｒｕｓｋｏｌａ，Ｌｅｇ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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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入关前后国家法、宗教法、习惯法等不同法律体系的并存，另一方面

亦更加关注规范的生成和实践过程，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互

动，注重文化、社会和历史背景对规范体系的影响。综上论述，本文以下

将从 “教法”“国法”与 “方法”这三组各异而又相互关联的概念出发，

借此梳理满文文献中与 “法”相关之关键词组。

'" ijk Ｄｏｒｏ 6 Ｎｏｍｕｎ

满文文献中关于抽象意义而作为普世原则的 “法”，主要以 ｄｏｒｏ、

ｎｏｍｕｎ、ａｊｉｎ 等不同词组来表示。首先，就 ｄｏｒｏ 而言，该词与蒙古文以及

突厥文的 ｔｒü 具有同源关系，在不同脉络下具有 “法”“政”“道”等不

同含义。至于在满文自身的语境中，则被用来指涉抽象的原则，《满蒙文

鉴》将之定义为：“常制、礼法谓之 ｄｏｒｏ。”（满 ａｎ ｋｅｍｕｎ ｄｏｒｏｌｏｎ ｋｏｏｌｉ ｂｅ

ｄｏｒｏ ｓｅｍｂｉ）。① 如 １８ 世纪满人使用 ｍａｎｊｕｓａｉ ｄｏｒｏ （满洲之道）一词来强调

其文化认同之独特性，② 就这个例子而言，ｄｏｒｏ 可以被理解为特定族群所

认同并实践的生活方式 （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）。

此外，ｄｏｒｏ 也经常与 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汉文儒家经典中的 “道”对

译，③ 如 《礼记·大学》中的 “大学之道”，乾隆朝 《钦定繙译五经四书》

便将其译为 ａｍｂａ ｔａｃｉｎ ｉ ｄｏｒｏ。④ 由此可见，满文中的 ｄｏｒｏ 不仅与 “满洲之

道”的族群认同有关，与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意义的 “道”亦有汇通之

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满文 ｄｏｒｏ 并不单纯等于汉文 “道”，而又可以译为抽

象意义的 “法”。如朱熹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称二程将 《中庸》视为 “孔

门传授心法”，清廷官方的满文译本便将此处的 “心法”理解为 ｍｕｊｉｌｅｎ 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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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爱新觉罗·玄烨敕译：《御制满蒙文鉴》，载 《故宫珍本丛刊》第 ７２１ 册，海南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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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ａｕｒａ Ｅ． Ｈｅｓｓ，“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Ｅｘｅｇ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úｎｙǔ”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，
１１３． ３ （１９９３），ｐｐ． ４０２ ～ ４１７．

爱新觉罗·弘历敕译：《御制繙译大学》，《钦定繙译五经四书》，载 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

书》第 １８９ 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第 ２９０ 页。



ｄｏｒｏ。①

值得注意的是，程朱理学所谓存心养性之法，与佛教禅宗一派在思想

上颇具渊源。② 而满文中被用来诠释孔门心法的 ｄｏｒｏ，与佛陀教法亦是关

系密切。更具体地说，在满文佛教文献中，ｄｏｒｏ 亦被用来翻译佛教意义上

的 “法”（梵 ｄｈａｒｍａ，藏 ｃｈｏｓ），尤其指涉佛教思想中的抽象原则或是普遍

现象。《清文全藏经》所收录之满文佛典，多有以 ｄｏｒｏ 对译 “法”的实

例，诸如 《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（满 Ｆｕｃｉｈｉ ｎｏｍｕｌａｈａ ｓａｍａｎｄａｂａｄａｒａ

ｆｕｓａ ｉ ｗｅｉｌｅｎ ｉ ｄｏｒｏ ｂｅ ｃｉｎｃｉｌａｒａ ｎｏｍｕｎ）、《大法鼓经》（满 Ａｍｂａ ｄｏｒｏｉ ｔｕｎｇｋｅｎ

ｉ ｎｏｍｕｎ）、《佛说苾刍五法经》（满 Ｆｕｃｉｈｉ ｎｏｍｕｌａｈａ ｂｉｋｃｕ ｉ ｓｕｎｊａ ｄｏｒｏｉ

ｎｏｍｕｎ）等。③ 由此可见，满文 ｄｏｒｏ 不仅可以指涉 《中庸》所传孔门心法，

亦可指涉佛典所载佛说教法。

关于佛教脉络下 ｄｏｒｏ 之意义源流，可从 《清文全藏经》所收 《妙法莲

华经》（梵 Ｓａ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ｕ!!ａｒīｋａｎｍａｍａｈｙｎａｓūｔｒａ）之满文译本晓得端

倪。该经满文题为 Ｆｅｒｇｕｗｅｃｕｋ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ｇｅ ｄｏｒｏ ａｎｙａｎ ｕ ｉｌｈａ ａｍｂａ ｋｕｌｇｅ ｉ

ｎｏｍｕｎ，字面直译即 “妙圣法白莲大乘经”，与汉文经题并不全然吻合。④

实际上满文本经题，主要系译自藏文、蒙文本，字面意即 “称为妙法白莲

之大乘经”（藏 Ｄａｍ ｐａｉ ｃｈｏｓ ｐａｄ ｍａ ｄｋａｒ ｐｏ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ｔｈｅｇ ｐａ ｃｈｅｎ ｐｏｉ

ｍｄｏ＞蒙 !ａγａｎ ｌｉｎｇｑｕａ ｎｅｒｅｔü ｄｅｇｅｄü ｎｏｍ ｙｅｋｅ ｋｌｇｅｎ ｓｕｄｕｒ），而藏、蒙经题

又较诸汉文更贴近梵文原题。⑤ 惟汉、藏、蒙文译本对于梵文原题中之

ｓａｄｄｈａｒｍａ，各自形成两种不同的诠释传统：如汉、藏佛教将其理解为 “妙

法”（藏 ｄａｍ ｐａｉ ｃｈｏｓ），至于蒙古佛教则译之为 “圣法”（蒙 ｄｅｇｅｄü

ｎｏｍ），故满文本在比勘汉、藏、蒙多语文本的基础上，融通 “妙法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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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，２０１９，第 ２２５ ～ ２４０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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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满文大藏经》第 ４３ 函，第 ２ａ ～ １７５ｂ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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Ｋａｒｍａｐａｅ ｃｈｏｄｈｅｙ ｇｙａｌｗａｅ ｓｕｎｇｒａｂ ｐａｒｔｕｎ ｋｈａｎｇ，１９７６ １９７９，ｖｏｌ． ５１，ｐｐ． ２ ３６０；Ｋａｎ!ｕｕｒ
（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），ｓｃ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ＢＤＲＣ，ｖｏｌ． ６６，ｐ．２，ｈｔｔｐｓ：／ ／ ｗｗｗ． ｉｓｔｂ． ｕｎｉｖｉｅ． ａｃ． ａｔ 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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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圣法”这两种分别来自中原与内亚的佛教传统，对梵文 ｓａｄｄｈａｒｍａ 作出

了 “妙圣法”（满 ｆｅｒｇｕｗｅｃｕｋ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ｇｅ ｄｏｒｏ）的新兴诠释。《清文全藏

经》这种以汉、藏、蒙佛典勘同为基础，融合创造新词的特殊语文现象，

不独在 《妙法莲华经》满文本中出现，同样体现在 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

等其他大乘经典译本中，深刻体现出清代汉、藏、蒙等多元佛教传统之历

史交流。①

在 ｄｏｒｏ 之外，满文文献中对 “法”的翻译，亦曾使用 ｎｏｍｕｎ 一词，该

词直接承袭自蒙古文、回鹘文中的 ｎｏｍ，并可上溯至粟特文 ｎōｍ，乃至于

古希腊文 ｎｍｏｓ，原本有 “法典”“法则”“律法”诸义。在满文佛教文献

中，则用来专指 “经书”或者 “教法”，而后者又延伸出 “法身”（满

ｎｏｍｕｎ ｉ ｂｅｙｅ＜蒙 ｎｏｍｕｎ ｂｅｙｅ＜藏 ｃｈｏｓ ｓｋｕ）、“法轮”（满 ｎｏｍｕｎ ｉ ｋｕｒｄｕｎ＜蒙

ｎｏｍｕｎ ｋüｒｄüｎ ＜藏 ｃｈｏｓ ｋｈｏｒ）以及 “法主”（满 ｎｏｍｕｎ ｈａｎ ＜蒙 ｎｏｍｕｎ

ｑａ!ａｎ＜藏 ｃｈｏｓ ｒｊｅ）等翻译名相。② 在抽象层面上，虽然 ｎｏｍｕｎ 与 ｄｏｒｏ 皆被

用来指涉具有普世意义的佛法，然而在满文佛教文献翻译 “法身”“法轮”

与 “法主”等名相时，绝大多数的译例采用 ｎｏｍｕｎ 而非 ｄｏｒｏ，应是受到蒙

古佛教译名传统的直接影响。如上述 “法身”“法轮”与 “法主”这三组

佛教名相，皆直接借自当时通行的蒙古译名，是以其中的 “法”统一采用

蒙古文惯用的 ｎｏｍ ／ ｎｏｍｕｎ，而非满文的 ｄｏｒｏ。这个语文现象，是因为 １７ 世

纪初佛教经蒙古传入满洲时，蒙古文翻译名相已广为流通，形成了约定俗

成的翻译习惯。

因此，满文文献在翻译关于 “法”的佛教名相时，ｎｏｍｕｎ 出现的频率

较 ｄｏｒｏ 更为频繁。如 “法主”一词，清代文献多从蒙古文发音写作 “诺门

罕”（满 ｎｏｍｕｎ ｈａｎ＜蒙 ｎｏｍｕｎ ｑａ!ａｎ），此处 “诺门”即佛法之谓也。值

８１１

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（第二十一辑）

①

②

孔令伟：《〈楞严咒〉与 〈大白伞盖陀罗尼经〉在乾隆 〈大藏全咒〉中的交会：兼论乾嘉

汉学之风的 “虏学”背景》，载沈卫荣编 《汉藏佛学研究：文本、图像、人物和历史》，

中国藏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３，第 ６４０ ～ ６５０ 页；孔令伟：《〈金刚经〉满文译本初探：论满洲本
位政策与清代译经事业》，载沈卫荣编 《文本中的历史：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》，

中国藏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，第 ４５５ ～ ４９６ 页。
《满文大藏经》第 ４７ 函，第 ５９２ｂ 页；第 ７３ 函，第 ６２５ａ 页。林士铉：《满文本 〈维摩经·

佛国品〉偈颂之翻译研究———兼与蒙古文本比较》，《佛光大学》第 ４ 卷第 １ 期，２０１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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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注意的是，自 １７ 世纪后期清朝官方敕封之具诺门罕一类蒙古文称号的活

佛，不乏出身或驻锡青海者，这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势力的崛起有一定程度

的关系，如历代转世为青海拉莫德钦寺 （藏 Ｌｈａ ｍｏ ｂｄｅ ｃｈｅｎ ｃｈｏｓ ｋｈｏｒ

ｇｌｉｎｇ）寺主的察罕诺门罕 （蒙 "ａ!ａｎ ｎｏｍｕｎ ｑａ!ａｎ；藏 Ｚｈａｂｓ ｄｒｕｎｇ ｄｋａｒ

ｐｏ）便是一显著的例子。① 隨着清朝对青海等地的经略，当地宗教领袖的

蒙古文称号也随之进入而影响满文文献。

3" lWijZmWnjZk ａｊｉｎ

从前述 ｎｏｍｕｎ 的译例可见，满文文献中关于佛教脉络下 “法”的词

汇，曾广泛受到蒙古文佛教书写传统的影响。值得关注的是，部分源自

蒙古的佛教词汇，在传入满文的翻译过程中被赋予了具有世俗性质的法

律意义，如满文 ａｊｉｎ ／ ｓａｊｉｎ 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满文中的 ａｊｉｎ，系借

自蒙古文的 ａ!ｉｎ ／ ａｉｎ，该词源自回鹘文 ａｚｉｎ ／ ａｓｎ，并可上溯至吐火罗

语 !ｓａ爞 乃至梵文 !ｓａｎａ，原意 “教诫”“规范”“宗教”。② 在佛教语境

中，该词特指佛陀所传 “教法”。如梵、藏、蒙、汉四体的 《翻译名义

大集》（梵 Ｍａｈｖｙｕｔｐａｔｔｉ）中， !ｓａｎａ 被解释为 “经”（藏 ｂｓｔａｎ ｐａ ＞蒙

ü!üｇüｌüｇｓｅｎ）或 “论 （传）”（藏 ｂｃｏｓ ｐａ ＞蒙 !ａｓａ!ｓａｎ）。③ 然而随着 １６

世纪后期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，ａ!ｉｎ 在蒙古文语境中不仅用来指涉抽

象的 “教法”或者作为经典文类的 “经论”，更进一步发展为 “政教二

道”（藏 ｃｈｏｓ ｓｒｉｄ ｌｕｇｓ ｎｙｉｄ＞蒙 ｔｒ ａｉｎ ｑｏｙａｒ ｙｏｓｕｎ）的正统思想，并具

体为 《十善法白史》（蒙 Ａｒｂａｎ ｂｕｙａｎｔｕ ｎｏｍｕｎ ｃａ"ａｎ ｔｅｇüｋｅ）等蒙古文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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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所体现。①

随着 １７ 世纪初蒙藏佛教传入满洲，原指宗教规范权威的 ａｊｉｎ 一词

也从蒙古文进入满文，并辗转被赋予具有法律意涵的 “禁约”“法令”

等词义。在 《满文原档》中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曾多次以 ｓａｊｉｎ ／ ａｊｉｎ 一

词表达 “禁令”“法度”之意。② 如万历四十一年 （１６１３）努尔哈赤便

曾向其部宣令：“为国之道，以何为贵？在于谋事信稳，法度严明也”

（满 ｇｕｒｕｎ ｉ ｂａｎｊｉｒｅ ｄｏｒｏ ｄｅ：ａｉ ａｋｄｕｎ ｓｅｊ （ｋ） ｉ：ｈｅｂｅ ａｋｄｕｎ：ｆａｆｕｎ ｓａｊｉｎ ｃｉｒａ

ｓａｉｎ ｋａｉ），③ 其中将满文表示政治性规范的固有词汇 ｆａｆｕｎ，与借自蒙古文

而本指涉宗教性规范的 ｓａｊｉｎ 相结合，形成满文中表示 “法度”（ｆａｆｕｎ

ｓａｊｉｎ）的新词组。努尔哈赤的这道命令文字，在 《满洲实录》中被史官

修改为 “为国之道，心贵忠，谋贵密，法令贵严”（满 ｇｕｒｕｎ ｉ ｂａｎｊｉｒｅ

ｄｏｒｏ ｄｅ ｍｕｊｉｌｅｎ ｄｏｎｄｏ：ｈｅｂｅ ａｋｄｕｎ ａｊｉｎ ｆａｆｕｎ ｃｉｒａ ｓａｉｎ），④ 其中满文原文的

ｆａｆｕｎ ｓａｊｉｎ 被改写为 ａｊｉｎ ｆａｆｕｎ，并被汉译作 “法令”。由此可见，早在 １７

世纪初，借自蒙古文佛经词汇的 ａｊｉｎ，已与满文固有的法律词汇 ｆａｆｕｎ

并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 ａｊｉｎ 在满文中的意义，已侧重具有惩罚性质的法

律规范，而不再单纯是强调慈悲为怀的佛陀教法。据 《满文原档》记载，

天命六年 （１６２１）努尔哈赤严禁女真人盗窃来归汉人财物，如有违者 “依

法该杀者杀之”（ｓａｊｉｎ ｉ ｗａｒａ ｂｅ ｗａｍｂｉ）。⑤ 又 《内阁大库档》藏天聪五年

（１６３１）满文敕谕载，皇太极为根除当时满洲族内婚以及收继婚等旧习，特

颁 ｓａｊｉｎ 禁止之，其称：“（朕）思若族内通婚，较诸禽兽何异？为此制定法

律 （ｓａｊｉｎ）”（满 ｕｋｓｕｎ ｉ ｄｏｌｏ ｇａｉｎｄｕｃｉ ｇａｓｈａ ｇｕｒｇｕｃｉ ａｉ ｅｎｃｕ ｓｅｍｅ ｂｏｄｏｂ（ｆ）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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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乌云毕力格、孔令伟：《论 “五色四藩”的来源及其内涵》，《民族研究》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，

第 ８５ ～ ９７ 页；Ｄａｖｉｄ Ｍ．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，“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ｓ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”，ｉｎ Ｔｈｅ
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牶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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，ｅｄ． ｂｙ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，Ｈａｒｖａｒｄ
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６８，ｐｐ． １９８ ～ ２０５。

在清朝入关前的无圈点满文档案中，借自蒙古文的 ａｊｉｎ，在满文中被写作 ｓａｊｉｎ 和 ａｊｉｎ 两
种形式。除涉及史料原文的情况外，本文正文论述统一用 ａｊｉｎ 表示。

冯明珠主编：《满文原档》第 １ 册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２００５，第 ２８ 页。
《满洲实录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，第 １６４ 页。
《满文原档》第 ２ 册，第 ２２０ 页。



ａｊｉｎ ｉｌｉｂｕｈａｂｉｄｅｒｅ：）。① 由此可见，ａｊｉｎ 已从原本慈悲度人的佛法，转化为

严厉威吓，甚至取人性命的刑法。

在从蒙古文佛教词汇转换为满文法律词汇的同时，ａｊｉｎ 在 １７ 世纪初也

与汉文法律概念发生互动，并在满、汉翻译的过程中被视为汉文“法律”的同

义词。天聪九年（１６３５）原任明朝都督佥事的俘臣仇震向皇太极上疏条议五

事，其汉文原奏以及满文译本被相对完整地保留在《内阁大库档》中，内容丰

富，是研究 １７ 世纪初期满、汉文翻译的第一手史料。仇震汉文原奏所条议五

事之一，便是强调“申明法律”②，对此其奏疏满文译本将之诠释为 ａｊｉｎ ｂｅ

ｇｅｄｕｋｅｌｅｆｉ③，足见当时满文译者已将满文 ａｊｉｎ 视为汉文“法律”之同义词。

在前述脉络下，１７ 世纪初满文中的 ａｊｉｎ 延伸出许多脱离佛陀教法原意的法

律词汇。在名词方面，有断事入人于罪的“执法贝子”（ｓａｊｉｎ ｉ ｂｅｉｓｅ）、“法官”

（ｓａｊｉ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）以及“执法大臣”（ｓａｊｉｎ ｉ ａｍｂａｓａ）等。④ 至于 ａｊｉｎ 所衍生出

的动词词组，则又更为复杂，如“正法”称为 ａｊｉｎ ｉ ｇａｍａ（ｍｂｉ），字面意思即

“以法惩治”，可见在满文脉络中 ａｊｉｎ 与死刑已直接挂勾，这也呼应前述《满

文原档》载努尔哈赤所谓“依法该杀者杀之”的记录。⑤ 在死刑之外，《满文

原档》中出现将“入官”称作 ｓａｊｉｎ ｄｅ ｇａｉ（ｍｂｉ），即将私人财物或者受刑人本

人，没收为官方财产或奴隶。⑥ 值得注意的是，满文 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ｇａｉ（ｍｂｉ）又有

“出家”之意。这种单一词组产生的显著歧意，正是源自蒙古文的 ａｊｉｎ 原指

涉宗教性规范，故可代指出家所皈依之“佛门”；惟 １７ 世纪满文语境中 ａｊｉｎ

转向世俗化的政治规范倾向，使得其亦被用来称呼罪人入官的“衙门”。由

此可见，在满文文献中 ａｊｉｎ 兼具宗教意义上的“教法”与侧重刑名的“国法”

等多元意义，须谨慎依照历史脉络进行理解。然而如下表归结《满文原档》

（无圈点字档）以及《满文老档》（加圈点字档）中有关 ａｊｉｎ 动词词组的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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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内阁大库档案》，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登录号：１６７４３０；这篇满文敕谕先前已由
承志转写、译注，此处汉译系参考其成果修改而来，参：承志《清前期满文史料译注六件》，

《古今论衡》２００２ 年第 ７ 期，第 ８１ ～ １０２ 页。
《内阁大库档案》，登录号：１６７４３４。
《内阁大库档案》，登录号：１６６５０５。
《满文原档》第 １ 册，第 ３７０ 页；第 １ 册，第 ３６６ 页。
《满文原档》第 ２ 册，第 ２２０ 页。
《满文原档》第 ５ 册，第 ５８ 页。



应用，可知 １７ 世纪初以降该词“国法”的意涵较诸“教法”，俨然已有有过之

而无不及之趋势。

《满文原档》中 ａｊｉｎ 延伸之法律相关动词词组

满文动词词组 意 　 　 涵

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ａｌａ（ｍｂｉ） 告官（向官府告状）

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ｂｅｉｄｅ（ｍｂｉ） 依法审问

ａｊｉｎ ｂｅ ｄａｂａ（ｍｂｉ） 违法（逾越法律规范）

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ｄｕｉｌｅ（ｍｂｉ） 依法审理

ａｊｉｎ ｂｅ ｅｆｕｌｅ（ｍｂｉ） 违法（破坏法律规范）

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ｇａｊｉ（ｍｂｉ） 依法逮捕

ａｊｉｎ ｄｅ ｈａｂａ（ｍｂｉ） 依法控告

ａｊｉｎ ｂｅ ｊｕｒｃｅ（ｍｂｉ） 违法（违背法律规范）

ａｊｉｎ ｉ ｇａｍａ（ｍｂｉ） 正法（以法惩治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，崇德元年（１６３６）清朝正式建立后，皇太极曾以 ａｊｉｎ 词义

乃是“佛法”为由，明令禁止使用该词指涉法律概念，而是改用满文 ｆａｆｕｎ 称

呼“国法”。① 对此《满文原档》载崇德元年皇太极下令称：“夏金（ａｊｉｎ）者乃

佛道（ｆｕｃｉｈｉ ａｊｉｎ），今后不许称夏金，俱照本国（语）称为法奋（ｆａｆｕｎ）。”②需

要留意的是，此时满文中的 ａｊｉｎ，已经与蒙古文中“佛法”的原意明显脱节。

《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》中收有上述皇太极规范法律用语诏令之蒙古文译

本，当在满文本形成不久后译出，其曰：“不得称察扎（#ａγａｊａ），谓之札萨

（ｊａｓａγ）。”③需要留意的是，当时蒙古文本的翻译者，将皇太极诏令中用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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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李典蓉：《清入关前“法”“例”问题初探》，载苏亦工等编《旧律新诠：〈大清律例〉国际研讨

会论文集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６，第 １３ ～ ３５ 页。

满文原文：“ａｊｉｎ ｓｅｒｅｎｇｇｅ ｆｕｃｉｈｉ ａｊｉｎ． ｅｒｅｃｉ ａｍａｓｉ ａｓｉｎ ｓｅｍｅ ｕｍｅ ｈｅｎｄｕｒｅ． ｍｕｓｅｉ ｇｕｒｕｎ ｉ ｇｉｓｕｎ ｉ
ｆａｆｕｎ ｓｅｍｅ ｈｅｄｕ．”《满文原档》第 １０ 册，第 ２５３ 页。汉译文见顺治九年《清太宗实录》初纂稿
本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卷十四，辽宁大学历史系，１９７８，第 ４５ 页。

蒙古文原文：“"ａγａｊａ ｋｅｍｅｋü üｇｅｉ，ｊａｓａγ ｋｅｍｅｋü ｂｕｉ．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：《清内秘
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》第 １ 辑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３，第 ７６ 页。希都日古编译：《清内秘
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２０１５，第 １０ 页。



表述的 ａｊｉｎ，理解成蒙古文的 ｃａγａｊａ（禁令），而非将其直译为蒙古文中的

ａｊｉｎ（佛法）。此外，蒙古文译者又将满文 ｆａｆｕｎ，理解为蒙古文的 ｊａｓａγ（禁约）。

皇太极颁布这道诏令的主要目的，需要放置在崇德改元的特殊时空背

景下来看待，其主要目的，在于用满文固有的 ｆａｆｕｎ 取代蒙古文借词 ａｊｉｎ，作

为指涉“国法”的官方词汇，一方面固为凸显其满洲立场，另一方面更是为了

将 ａｊｉｎ 一词背后所体现的相互纠缠的政治规范与宗教规范用语进行厘清。

然而就实际结果而言，崇德元年皇太极的满文诏令及其蒙古文译本，并未能

彻底改变 ａｊｉｎ 一词被用作“国法”的代称。换言之，ａｊｉｎ 脱去宗教意义后的

法律意涵，不仅并未因皇太极的禁令而消失，反倒在 １８ 世纪中的满文辞书中

与世俗化的法律规范发生更为直接的连接，最终与 ｆａｆｕｎ 成为同义词。如康

熙朝纂《满蒙文鉴》将 ａｊｉｎ 定义为：“即 ｆａｆｕｎ 之谓，并称 ｆａｆｕｎ ａｊｉｎ（律法）”

（满 ｕｔｈａｉ ｆａｆｕｎ ｓｅｒｅ ｇｉｓｕｎ：ｆａｆｕｎ ａｊｉｎ ｓｅｍｅ ｈｏｌｂｏｆｉ ｇｉｓｕｒｅｍｂｉ）。① 此外，崇德元

年诏令的蒙古文译本，将 ｃａγａｊａ 作为满文 ａｊｉｎ 的同义词，因而禁用指涉国法

的命令，后来亦未在蒙古地方实践，实际上有清一代的蒙古律令，依然多以

ｃａγａｊａ 为名，而相对较少用 ｊａｓａγ。②

由此可见，１８ 世纪初清朝官方满文辞书中，已将原本象征佛法的 ａｊｉｎ，

视为 ｆａｆｕｎ（律法）的同义词。乾隆朝编《五体清文鉴》更是将 ａｊｉｎ 与汉文“禁

约”勘同，并对应藏文 ｂｃａ ｋｈｒｉｍｓ（法律）乃至于察合台文的 ｓｈａｒｉａｔ（沙里亚

法）。③ 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满文的 ａｊｉｎ 已与其梵文词源 !ｓａｎａ 脱节。如前

所述，《翻译名义大集》明确将梵文 !ｓａｎａ 定义为“经论”（藏 ｂｓｔａｎ ｐａａｍ ｂｃｏｓ

ｐａ），然而《五体清文鉴》中对其藏文定义却彻底改为“法律”（藏 ｂｃａ

ｋｈｒｉｍｓ），反而未收录其“教法”本意。由此可见，１８ 世纪满文中的 ａｊｉｎ 已不

再特指佛陀教法，而是被理解为具有现实审判意义的法律制度，《五体清文

鉴》甚至将其与通行新疆穆斯林社群的沙里亚法相比拟。而 ａｊｉｎ 一词从

“教法”到“国法”意涵的发展与转变，亦体现满洲政权初期的法律传统，最初

实有蒙藏教法之渊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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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新觉罗·玄烨敕译：《御制满蒙文鉴》第 ７２１ 册，第 ３５ａ 页。

李保文：《清朝〈蒙古律〉的题名及其历史作用》，《故宫学刊》２００６ 年总第 ３辑，第 ４８４～５２７页。

田村实造、今西春秋、佐藤长等编：《五体淸文鉴译解》，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陆アジア研究

所，１９６６，第 ４２３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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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所讨论之 ａｊｉｎ 一词，体现出满洲建政初期的法律思想，系依据佛

教的普世法则逐步发展而来。而原本具有纯粹宗教意涵的 ａｊｉｎ 一词，最终

也在 １８ 世纪成为特指国法、王法之 ｆａｆｕｎ 的同义词。与本具有宗教意涵的

ａｊｉｎ 略有不同，ｆａｆｕｎ 即便在满文佛教经典之中仍多被用来指代与出世 “教

法”相对的入世 “国法”或 “王法”，如 《清文全藏经》中便将汉文 “王

法”译为满文 ｆａｆｕｎ ｋｏｏｌｉ。① 至于在清朝 １６４４ 年入关前后所建立的法律体

系中，ｆａｆｕｎ 一般则被用来指相对普遍或原则性的政治规范，尔后被对应为

明代法制中的 “律”；至于具体的律文，则被称为 ｆａｆｕｎ ｂｉｔｈｅ，如 《大清律

例》满文即题为 Ｄａｉｃｉ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ｉ ｆａｆｕｎ ｉ ｂｉｔｈｅ ｋｏｏｌｉ。②

至于与 “律”相对应之 “例”，满文中一般作 ｋｏｏｌｉ。③ ｋｏｏｌｉ 一词背后

所体现的法律概念甚为复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ｋｏｏｌｉ 系源自蒙古以及满洲传

统旧俗，最初并不等同于中原传统法中 “例”的概念。满文 ｋｏｏｌｉ 一词，

与蒙古文 ｑａｕｌｉ 关系密切，《蒙古秘史》将其音写为 “中 合兀里”（蒙

ｑａｕｌｉ），明代旁译作 “体例”解，④ 在蒙古文中具有 “规范”之意。又

《满文原档》称腊月二十九祭拜先汗，乃 “金国之例 （ｋｏｏｌｉ）”（满 ａｉｓｉｎ

ｇｕｒｕｎ ｉ ｋｏｏｌｉ），可见当时 ｋｏｏｌｉ 已成为朝廷的行事规范。⑤ 至于 《满蒙文鉴》

则将其定义为 “约定诸事令奉行者，谓之 ｋｏｏｌｉ；又并称 ａｎ ｋｏｏｌｉ （常规）”

（满 ｙａｙａ ｂａｉｔａ ｂｅ ｔｏｋｔｏｂｕｆｉ ｄａｈａｍｅ ｙａｂｕｂｕｒｅｎｇｇｅ ｂｅ ｋｏｏｌｉ ｓｅｍｂｉ：ｇｅｌｉ ａｎ ｋｏｏｌｉ

ｓｅｍｅ ｈｏｌｂｏｆｉ ｇｉｓｕｒｅｍｂｉ：）。⑥ 由此可见，ｋｏｏｌｉ 在满、蒙文化脉络中，原本指

的是社会集体共同约定之规范，具有因俗而治的意味，故在清朝入关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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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ｅｓｅｉ ｔｏｋｔｏｂｕｈａ ｄａｉｃｉ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ｉ ｆａｆｕｎ ｉ ｂｉｔｈｅ ｋｏｏｌｉ，乾隆六年武英殿本，Ｓｔａａｔｓ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ｚｕ
Ｂｅｒｌｉｎ，Ｌｉｂｒｉ ｓｉｎ． Ｎ． Ｓ． １５３５，ｈｔｔｐｓ：／ ／ ｄｉｇｉｔａｌ． ｓｔａａｔｓ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ｂｅｒｌｉｎ． ｄｅ ／ ｗｅｒｋａｎｓｉｃｈｔ？ＰＰＮ ＝

ＰＰＮ３３４６１５７７４１＆ｖｉｅｗ ＝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ｉｎｆｏ，访问时间：２０２２ ３ １７。

李典蓉：《清入关前 “法”“例”问题初探》，第 １３ ～ ３５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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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满文原档》第 ８ 册，第 ４９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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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文 ｋｏｏｌｉ 一词多用来表示惯习、风俗、常规等规范意涵。① 随着清朝入关

后于顺治四年 （１６４７）颁布 《大清律集解附例》，满文中的 ｋｏｏｌｉ 正式被用

来对应 《大明律》中的 “例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清廷在入关之初曾对旗人相关司法审判根据满洲旧

俗，抑或按新颁布的 《大清律例》有过讨论。如顺治十一年 （１６５４）旗人

于山西犯通奸案，刑部承审官员曾就是否应就 《大清律例》抑或当按 “盛

京定例”（满 ｍｕｋｄｅｎ ｄｅ ｔｏｋｔｏｂｕｈａ ｋｏｏｌｉ）处置请示皇帝。② 由此可见，所谓

ｋｏｏｌｉ 一词与满洲关外旧俗密切相关。顺治十年 （１６５３）后清廷曾试图就推

行 《大清律例》进行司法改革；然实际上一直到康熙朝初年，清朝的审判

制度仍具有相当的属地主义，即基层旗人在中原犯罪适用于 《大清律例》，

至于满蒙当地的司法审判仍旧是按照满蒙旧俗，也就是多半依照 ｋｏｏｌｉ 断

案。③ 旗人相关司法审判多用 ｋｏｏｌｉ 的现象，顺治十一至十二年间时任刑部

尚书任濬 （？—１６５６）的疏言有深刻记载，其称：

律多不备，例出随时添注，殊欠折衷。又八旗事多用靠例，如律

杀人者抵，而例有义愤自首减免之条，给主埋葬，而例有赔人之条；

盗贼未获赃，而例有追产赔主之条；律有五刑，而例自大辟以下，皆

止鞭一百。如此类颇多，律例不符，满汉互异。乞皇上敕满汉堂官专

领共事，慎选司员一一商榷，疑难者请旨裁定，靠例可更者一准于

律，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。④

任濬指出不仅 《大清律例》内部有 “律例不符”的现象，又 “八旗事多

用靠例”，而造成 “满汉互异”的现象。此处所谓 “靠例”，正是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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ｋｏｏｌｉ 的音写，有别于中原传统之 “例”。对于满汉法律传统相异甚至矛盾

的现象，任濬建议将可以更改的 ｋｏｏｌｉ 改用 《大清律例》来办理，不宜更

动者则纳入 《大清律例》，此建议最终获得朝廷采纳。① 这解释了 《大清律

例》中的部分内容，实际上继承自满洲习惯法。

除 “例”之外，在与汉文相关的语境中，ｋｏｏｌｉ 又常被用来对译 “典”

“例”“仪”“规”等国家层面的法制概念，如 “会典”满文作 ｕｈｅｒｉ ｋｏｏｌｉ

ｂｉｔｈｅ；不仅如此，就民间层面而言，ｋｏｏｌｉ 又可指涉 “风俗”“习惯”。至

此不禁要问，作为法律概念，ｋｏｏｌｉ 与 ｆａｆｕｎ 的根本区别为何？相较于强调

原则性的 ｆａｆｕｎ，ｋｏｏｌｉ 在概念上则更为侧重经验性，因此 ｋｏｏｌｉ 往往系根据

过往案例所形成的具体规则。也因为 ｋｏｏｌｉ 强调案例的经验性，根据具体历

史事件归结而成之满文文类，往往冠以 ｋｏｏｌｉ 之名，如 《实录》在满文中

被称为 ｙａｒｇｉｙａｎ ｋｏｏｌｉ，则例称 ｋｏｏｌｉ ｈａｃｉｎ，《尼布楚界约》则作 Ｎｉｂｃｏｏ ｊｅｃｅｎ

ｉ ｔｏｋｔｏｈｏ ｋｏｏｌｉ，均因为其乃根据过去现实案例进行统整汇编的经验特性，

而非源自理论性的指导原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ｋｏｏｌｉ 的历史特性，使其在特

定的清代脉络中被诠释为具史书性质的 “史”，如前引天聪九年仇震的条

议五事中，便有 “译书史简明”一条，满译则作 ｋｏｏｌｉ ｂｉｔｈｅ ｂｅ ｇｅｔｕｋｅｎ

ｕｂａｌｉｙａｍｂｕｆｉ，其中所谓的 ｋｏｏｌｉ ｂｉｔｈｅ 即综合历史教训的 《君鉴》一类

书籍。②

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，ｋｏｏｌｉ 占据十分关键的地位，因为政府实际的决

策往往系依据经验性的案例而非理论性的原则。也因为如此，“来历”在

清廷的对外决策乃至于对内司法过程中，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先行

研究在讨论清代法律体系中 “管业来历”的概念时，往往以探讨中原地区

的 “户婚田土”案例为依据。③ 实际上 “来历”一类以历史案例作为法源

依据的观念，亦出现在清廷与蒙藏世界的交往中。根据 《内阁蒙古堂档》

等满、蒙文档案，康熙二十四年 （１６８５）清廷曾派遣两位喇嘛出使西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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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甘丹颇章因希望恢复汉藏贸易，故特别委托两位钦差喇嘛向清廷报告

过去明廷与第悉藏巴 （藏 Ｓｄｅ ｓｒｉｄ ｇｔｓａｎｇ ｐａ，ｒ． １５６５—１６４２）间通商旧例。

西藏方面之所以援引明代史事，目的正是借由明代汉藏贸易之 “原委”

（蒙 ｕ#ｉｒ ＞满 ｔｕｒｇｕｎ），来合理论证未来双方通商之 “来历”（满 ｊｉｈｅ

ｔｕｒｇｕｎ）。① 换句话说，清廷的政策制定乃至于立法决策过程中，ｋｏｏｌｉ 以及

ｔｕｒｇｕｎ 在制度上的组合，显示经验性的历史案例可被视为当下合理之法源

依据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清朝的法律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法历史主义

（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）性质，亦即根据 ｋｏｏｌｉ 的法律论述并非永恒不变的，而是

会随着历史、社会条件的推移而发生变化，② 而这种现象也体现在清代

“因案生例”的修法现象中。③

除了被用来对应律例体制的 ｆａｆｕｎ ｋｏｏｌｉ，满文中与国法相关的词汇，尚

有 ｋｅｍｕｎ （准则）、ｈａｃｉｎ （条款）、ｄｕｒｕｎ （模制）、ｈｅｒｇｉｎ （纪律）等。而

这些相关词汇又经常与 ｆａｆｕｎ 或者 ｋｏｏｌｉ 组合成新词，如 ｋｏｏｌｉ ｋｅｍｕｎ 对译

“章程”、ｋｏｏｌｉ ｈａｃｉｎ 为 “则例”、ｄｕｒｕｎ ｋｏｏｌｉ 则为 “仪制”、ｆａｆｕｎ ｈｅｒｇｉｎ 即

乃 “法纪”，此类例子甚众。

=" ojk Ｆａｄａｇａｎ"Ｆａｎｇｇａ 6 Ａｒｇａ

综合以上讨论，如按照概念上的普适性以及时效性由高至低、自长而

短将满文词汇中的 “法”排序，指涉抽象原则的 ｄｏｒｏ 与 ｎｏｍｕｎ 自当位列在

前，随后是由 “教法”过渡至 “国法”的 ａｊｉｎ，复次乃作为 “律”的

ｆａｆｕｎ，再来为对应 “例”的 ｋｏｏｌｉ。除了以上具有原则性、规范性的 “法”

之外，满文中亦有各种表示临时性、权变性的词汇，亦被与汉文中的

“法”进行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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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关注的是，汉文中的 “法”一词最初进入满文语境时，与上述

“教法”抑或 “国法”等规范性秩序关联较小，反而是特指具有强烈目的

性与时效性的 “法术”。根据现有史料可以推测，至晚在 １７ 世纪前期汉语

中的 “法”已传入满洲，并被满文音写为 ｆａ，从而形成一系列相关动词、

名词词组。如动词 ｆａｄａ （ｍｂｉ）即 “施法术”，其动名词化形式 ｆａｄａｇａｎ 为

“法术”；至于名词 ｆａｎｇｇａ 字面意思为 “有法术者”，意即 “方士”。１７ 世

纪前期源自印度而流行于蒙藏世界的 《尸语故事》（藏 ｒｏ ｓｇｒｕｎｇ；蒙 ｓｉｄｉｔｕ

ｋｅｇüｒüｎ üｌｉｇｅｒ）传入满洲，从而形成了满文本的 《尸语故事》。１７ 世纪译

自蒙古文的满文本 《尸语故事》，开篇便提及印度 “七术士”（ｎａｄａｎ

ｆａｎｇｇ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）的故事。① 可见当时与汉语 “法”颇有渊源的 ｆａｎｇｇａ 一词，

已作为 “术士”一词流传于满文文献之中。要言之，１７ 世纪满文文献中关

于 “律法”概念的词汇，多半与 ａｊｉｎ 这类源于蒙古文的词汇关系密切；

至于从满文音译汉文词 ｆａ 以及相关派生词来看，满洲人最初对汉文 “法”

一词的理解，主要停留在 “法术”的层面，而非国家治理层面的规范性

秩序。

另一方面，满文中用来表示 “法术”的词汇，并非仅有源自汉语的 ｆａ，

例如与蒙古文具有同源关系的 ａｒｇａ 亦有 “法术”的含义。此外，满文中的

ａｒｇａ，也有 “办法”“方法”“计谋”等强调权变性质的词意，因此 ａｒｇａ

ｆａｎｇｇａ 两者并称即谓 “计策”。与特指 “法术”的 ｆａｄａｇａｎ 不同，ａｒｇａ 的词义

更为丰富，并且延伸出一系列与 “法术”无关的词组。相对于 ｆａｄａｇａｎ

ｄｅｒｉｂｕ （ｍｂｉ）为 “作法”，ａｒｇａ ｄｅｒｉｂｕ （ｍｂｉ）则为 “设法”，前者仍表示

法术仪轨的实践，至于后者则已发展出侧重寻求方法计策的含义。

A" B))^

综合以上讨论，本文梳理满文文献中 “法”之相关词汇、语文源流及

其历史脉络，并依照词汇之普世性、抽象性以及持续性等特质，由高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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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，将其进行以下分类：首先，ｄｏｒｏ 与 ｎｏｍｕｎ 在满文文献中象征普遍、永

恒而抽象的 “法则”，可以用来称呼满洲固有之文化生活方式，亦可用来

指称作为 “孔门心法”的 《中庸》，而又与 “佛陀教法”关系密切。尤其

是 ｎｏｍｕｎ 一词，因其蒙古文语源的由来，与佛教脉络下的 “教法”意涵渊

源尤深。

其次是原本在蒙古文中指涉佛陀教法，却在进入满文后转变为国家律

法的 ａｊｉｎ。根据 《满文老档》《内阁大库档》等满文史料，ａｊｉｎ 的词义在

１７ 世纪初期已逐渐从原本慈悲为怀的 “佛法”，转化为具有威吓性质的

“法律”，其动词形式甚至延伸出 “正法”“入官”等严厉惩罚。然而 ａｊｉｎ

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其宗教意义。

再来是较 ａｊｉｎ 更加具有世俗法律意义的 ｆａｆｕｎ 以及 ｋｏｏｌｉ，前者相对偏

向原则性的 “律”，后者则较接近强调经验性的 “例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ｋｏｏｌｉ 的经验性赋予其丰富的词义，从 《君鉴》一类的 “书史”，到作为官

书的 《实录》《会典》，乃至于 《尼布楚界约》一类的条款，皆是以强调

汇整个案经验的 ｋｏｏｌｉ 为基础所发展而成的文类。

最后，是具强调权变性、临时性的 ｆａｄａｇａｎ、ｆａｎｇｇａ 以及 ａｒｇａ，前两者来

自汉语，后者来自蒙古文，原本最初皆有 “法术”的词义。然而在进入满文

之后，相较于分别指称 “法术”与 “术士”的 ｆａｄａｇａｎ 以及 ｆａｎｇｇａ，ａｒｇａ 的

词义产生了相对多元的发展，可以作为 “办法”“方法”“设法”等。

通过重构满文中 “法”的词汇光谱，本文呼应近年来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Ｐｏｌｌｏｃｋ

等学人之观点，将语文学视为 “让文本产生意义之学科”（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

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ｓ），① 通过比较语文学检视满文 “法”词汇与汉文、藏

文、蒙古文及梵文间的历史联系以及思想渊源，进而冀望为将来建立多文

化之 “世界语文学”（ｗｏｒｌ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）提供基础。② 与此同时，借由探讨

ａｊｉｎ 以及 ｋｏｏｌｉ 等满文法律词汇的发展，本文从复规范性的视野出发，指

出清代法律体系中所蕴含之满、蒙、藏等内亚元素，以期为跨文明的比较

法史提供参照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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